
第二章 南流江航运的发展

南流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优越，冬无严寒，面向热带性海洋，形成亚热带季风气候，

暖热多雨而湿润，最适合陆海域生物繁殖。河川与近海为先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食物，

始于采集贝类，继以舟楫捕捞渔猎，自然而然形成了越人“涉游刺舟”的特点，南流

江流域的先民在远古社会时期就已从事耕种和水上航运活动。

南流江航运的发展历史大体可分为 4 个阶段：先秦时期航运尚属于原始性的水上

活动；秦汉时期随着秦始皇开凿灵渠和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航运有了开拓性的

发展；三国至宋元时期继续发展；明清时期由兴盛走向衰落。

一、先秦时期南流江航运的起源

（一）南流江流域的人类活动

人类在南流江流域及附近地区的活动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20 世纪以来，

南流江上游的玉林城北罗竹村竹山屯、玉林市福绵区宝岭竹山村、玉林市福绵区福绵

镇船埠村、玉林市玉州区大塘镇狮子岭、兴业县龙安镇等地，陆续出土了一批大石铲、

石锛、石刀和石斧。据玉林市博物馆调查，目前玉林各县市博物馆藏新石器共 52 件。

玉州区大塘镇狮子岭出土的石铲“呈束腰形，双肩对称，肩下渐向内作弧形收缩，使

肩角成为锐角尖端，下至中部又渐扩展，然后再向内收成弧刃，腰部线条波浪起伏”
[1]
，

石铲刃部有明显的磨痕和缺口，应是当时的生产工具，说明在新石器时代南流江上游

的居民已经开始了农耕生活。此外，在玉林市城北镇的罗竹村白浐口屯的鱼塘中出土

了一件楔形大石铲，“呈短袖形，束腰，弧刃，通体磨光”
[2]
，其刃部未见使用痕迹，

与隆安发现的短袖形大石铲相似，据此推测白浐口屯出土的大石铲属于新石器时代晚

期的礼器。从狮子岭到白浐口屯的石铲形制及用途的变化说明南流江流域的石铲与桂

南地区大石铲一样，经历了从实用器到祭祀品的转化过程。

1959 年 5 月至 8 月，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广东南路地区（包括两阳、电白、

高州、茂名、化州、雷州、徐闻、湛江，以及今广西的合浦、北海、灵山、东兴等县

市）进行文物普查，在合浦境内发现了大坡岭、牛屎环塘、二埠水山、清水江西岸、

鹿耳岭、沙煲岭、松木岭等几处新石器遗址，遗址地表“遗散布着方格、水波、米字、

篦纹、雷纹等硬陶片，还有砾石，也有数件磨制石器如斧、锛、铲之物，其中清水江

西岸遗址还发现有青铜碎片”
[3]
。此外，1991 年玉林市出土战国绳纹灰陶罐 1 件，该

器物口径 14.5 厘米，底径 8 厘米，高 24 厘米。罐撇口，折沿，沿上饰弦纹两道，直

颈，鼓腹。器身遍布绳纹，胎质夹砂。器底和器身留有火烧的黑色残迹，说明这些是

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绳纹灰陶罐的器型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与湖南龙山县里耶



镇李拐堡战国墓、古丈县百合湾战国墓、广西灌阳县古城岗战国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基

本一致
[4]
。

硬陶片及青铜碎片的发现，说明新石器时期已经有先民在南流江流域繁衍生息；

而石斧、石锛、石刀等的发现，说明当时南流江流域的原始农业已经出现了。值得注

意的是，此次普查中“采集到石锛 92 件，分为四式，Ⅳ式有 5 件，有肩、有段，刃部

有平、凸两种”
[5]
。有段石锛多发现于沿海或近溪流之处，林惠祥先生认为有段石锛与

独木舟的制造关系密切。因为石器时代独木舟的制法是在大段树干的中腰处用火烧焦，

然后刳去焦炭，刳的工具包括石斧或常型石锛。但如果将石锛加上手柄（即将树枝干

剖去一半，扎上石锛，执枝作柄，枝末加绳使之变粗便可用），用起来一定更加便利而

有力。
[6]
在广东南路地区（今北部湾沿岸地区）发现了有段石锛，证明在新石器时代当

地已经存在独木舟，而南流江流域也应开始使用独木舟。战国绳纹灰陶罐有楚文化特

征，说明了南流江流域与湘江流域有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独木舟正是南流江流域

民众对外交流的重要交通工具。

（二）南流江流域的稻作文化

先秦时期，南流江流域属百越之地，西瓯、骆越部族在此地居住。《史记·南越列

传》云，赵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
[7]
，将西瓯和骆越并提。

蒋廷瑜在《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中认为“今广东的茂名，广西的陆川、博白、

玉林、贵港、灵山、合浦一带应是西瓯骆越的交错杂居地区”
[8]
。广西的土壤环境适合

水稻的生长，在 1978 年至 1980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组织了“广西野生稻普查考察协作组”，对当时广西 85 个县市 736 个公社

进行普查，调查发现“柳江、黔江、红水河及邕江、郁江交界附近的象州、来宾、武

宣、桂平、贵县（今贵港市）、宾阳、上林、横县、玉林等 9 个县连片分布最密，其次

是合浦和博白县”
[9]
。此次普查在广西发现的野生稻有普通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两种，

其中普通野生稻分布范围最广，“东起贺县仁义公社，西至百色镇，南起合浦南康公社，

北至柳城县均有分布”
[10]

；药用野生稻分布面积较小，集中分布于桂东南丘陵山间小

河溪旁边，玉林、容县等地均有药用野生稻和普通野生稻分布。这些野生稻为后来水

稻的栽培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上述这些野生稻很可能被当时生活在南流江流域的西瓯、

骆越人驯化为栽培稻，因此南流江流域先民当时可能已进入了半渔猎半耕作的生活方

式。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云：“交阯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

下，民垦食其田，因名曰雒民。”
[11]

雒田是骆越人耕作的稻田称谓，即当时居住于岭南

一带的骆越人利用江河潮水的涨落而垦种的稻田。南流江流域属热带和亚热带气候，

丘陵地带层峦叠嶂，杉松百围，制约了农业发展。而河流两旁的平原地区物产较为丰



富，当地人不需要经过太多的劳作便可获得食物，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农业一直停滞

于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状态。西汉刘安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

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
[12]

，说明包括南流江流域的楚越之地以稻米和鱼类

为主要食物。

（三）航运起源

1．原始造船技术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大多沿河流两岸或湖泊分布，在挖井技术尚未发明之前，人类

必须选择离水源不远的地方居住，以解决饮水和生活用水的问题。南流江流域的居民

长期生活在河网纵横的河岸附近，自然而然萌生了制作在水上自由活动的工具的想法。

《淮南子译注 上》曰：“九疑（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

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13]

“刳木为舟，剡木

为楫”
[14]

是原始的造船技术，所谓“刳木为舟”，就是在一方巨木中间挖深槽，以达到

浮水和载人的目的，这一原理至今仍在使用。南流江流域出土的石锛、石斧是加工独

木舟所使用的工具。1960 年博白县合江乡绿荣村车木湾人曾经在河床之中捞到一条被

浸渍以备造船用的古木料，颜色赭红，质地坚硬，长约 10 米，直径约 4 米。2002 年夏，

合浦县廉州镇村民杨祖玲在南流江下游上洋桥西抽取河沙，在水下 10 多米处发现一只

独木舟，其残长 6.2 米，宽 1.05 米（图 2-1）
[15]

。时至今日，南流江流域仍陆续有独

木舟被发现。这些独木舟的发现说明了南流江流域独木舟的制作和使用源远流长，是

南流江航运兴起的重要基础。

图 2-1 上洋桥独木舟

2．航运活动的兴起

商周时期，骆越先民在岭南地区活动，其中一部分活动在沿海地区，过着以舟为

车、以楫为马的生活。《淮南子·齐俗训》云“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由于世代

居住于水滨，使得西瓯、骆越人练就了善于“涉游刺舟”的本领。南流江流域处于华

夏西南一隅，社会发展相对独立，但与中原的交往也并非完全隔绝。《周易·系辞下》

言“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16]

，说明至少在商

周时期，舟楫已经作为交通工具广泛使用于中原和其他地区的商贸往来之中。商朝已



有朝贡活动，《逸周书·王会解》中汤问尹伊四方的土产情况以便制定朝贡法令，尹伊

云：“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

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17]

这里记载的瓯即西瓯所在之地，尹伊令西瓯献珠玑、瑇瑁、

象齿等物产，需要用舟车将这些物产转送至商都。从当时的交通情况来看，水路较陆

路运输更为安全和快捷，所以南流江成了当时西瓯骆越人朝贡的必经之路。

南流江早期航运活动还可以从左江岩画中获得佐证。左江岩画是战国至东汉时期

骆越人巫术文化的遗迹，岩画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分布于明江的宁明和左江沿岸的

龙州、崇左、扶绥等县市的石灰岩壁上，分布带延绵数百里。这些岩画中有 6 处画点

出现了渡船，包括“宁明花山第三区第九组、第八区第九组、崖拱山第二组、岩怀山

的三洲尾第二组、高山第三处第一组”
[18]

。渡船的画法比较简单，均用粗线勾勒而成，

两端向上翘起，有的船上还挂有羽状、铜鼓之类的饰物。花山的船画中以岩怀山的船

画（图 2-2）较为完整生动，“画面中部至右端散布着三条粗线，线两端高高翘起，整

体呈弧形，船画中有 3 条船，左侧有两条小船，其中最左侧的小船比较清楚，船首、

船尾与铜鼓上的船纹相近。左侧小船船体中部弦边挂铜鼓一面，直径约 45 厘米，鼓面

有太阳纹。中间的船首尾不见，存中部船体，上有 4 个侧身人像，身高约 90 厘米。右

侧船仅剩后半段，船尾上翘，船上见 3 人，皆侧身，与前面两船人像同向”。
[19]

船上的

人皆侧身前伸，腿稍弯曲，如奋棹击水状。船前后两边各有一群歌舞者，场面隆重非

凡。考古学者认为这种场面与骆越人祭祀江河有关，反映了骆越人崇拜江河的意识，

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航运史料，是骆越人巧于弄舟的真实写照。

图 2-2 岩怀山船画

南流江及其周边流域独木舟及航运活动的发现，说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该流域先

民就已经掌握了造船和航运的技术，为后期合浦港的兴起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二、秦汉时期南流江航运的繁荣

（一）造船业的发展

1．由独木舟至双舟舫

秦汉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原来那种船舱浅窄、运输量小的

独木舟已经不适应人们水上捕捞和交通运输的需求，于是舫应运而生。所谓舫，就是

将两只独木舟的舷互相连接起来，使得船体扩大一倍，这种双舟组建的舫提高了船体

的稳定性和抵御风浪的能力。1976 年，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西汉初期墓出

土的铜鼓鼓身绘有单身船纹图形（图 2-3）和双身船纹图形（图 2-4）
[20]

，式样与现太

平洋诸岛氏族（如汤加萨摩西亚岛）使用的双舟舫极为相似。

图 2-3 罗泊湾铜鼓单身船纹图 2-4 罗泊湾铜鼓双身船纹

2．木板船的使用

1961 年佛山澜石大松岗出土了一件陶水田附船模型（图 2-5）
[21]

，船内只有前后

两道坐板，结构简单，装载量较小，适用于河网密集地区的短距离运输。1989 年平乐

县汉墓出土了一件红陶船模型（图 2-6）
[22]

，“船体两头较小，中间宽，不见有甲板，

船头有一圈围栏，高出船舷，船尾有一长方形遮板，中间为方形观察台，左右和后面

有缺口”
[23]

。平乐红陶船模型结构较为简单，应该属于运载量较小的船。佛山陶船模

型和平乐陶船模型的发现，说明汉代岭南地区已经普遍使用木板船作为运输工具。南

流江流域虽然没有出土类似的陶船模型，但是可以推测作为郡治所在的合浦，生产力

较为发达，又因地处南流江及北部湾沿海地区，木板船可能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运输

工具。

图 2-5 佛山陶水田附船模型 图 2-6 平乐红陶船模型

3．楼船、戈船的使用

从文献记载来看，秦汉时期岭南的造船事业令人惊叹。从出土的汉代陶制船模型

来看，岭南地区的造船技术是多样的。汉武帝为平定南越，封主爵都尉杨僕为楼船将



军，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将军、下厉将军；光武帝封段志为楼船将军；可见在岭

南地区，当时楼船和戈船已经在军事上广泛使用。戈船即船下安戈之船，防止贼人、

蛟龙等对船体进行破坏。岭南地区当时还属于蛮荒之地，戈船更利于行军作战。楼船

即拥有多层建筑的战船，规模较为庞大。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广东相继出土了汉代的

陶船和木船的模型，借助这些文物可以对岭南地区汉代的楼船有更深入的了解。1980

年 9 月，广东省德庆县的一座东汉砖室墓中出土陶船模型 1 件，该“陶船首尾翘起，

底平，分头舱、楼舱、舵楼三部分”
[24]

（图 2-7）
[25]

。其中，楼舱为庑殿顶，有门与

船尾相通，头舱有 1 个驾船俑，舵楼有 2 个驾船俑。

图 2-7 德庆陶船模型

2010 年，贵港梁君垌 M14 出土红色硬陶船模型 1 件（图 2-8
[26]

），该“陶船模型全

长 64.8 厘米、通高 23.9 厘米。船体呈长条形，首尾狭，中部较宽，约 19.4 厘米，底

平。船内分前、中、后三舱，前、中舱篷顶为拱形，后舱狭窄且高，舵楼，篷盖为两

坡式，饰菱格纹。船上有大小俑 15 个，其中舵楼处有 1 俑，侧立，盘发，两手放于前，

作持物状，足旁有一圆孔。中舱有 2 俑，长衣曳地，分站两侧作眺望状。船前有 12 俑，

分列两排 8 个，作划桨状。前有一指挥俑，指挥俑后有一高台，台上站立三俑。划桨

俑两侧船边各有桨架 4 处，船头有挡板，系缆桩及两小圆孔，一孔不及底。近船头一

侧发现陶鼓 1 件，两小圆孔可能用于架鼓。从结构来看，该船模型应是一艘大型内河

航船”
[27]

。

图 2-8 贵港梁君垌 M14 出土红陶船模型

光武帝派马援等平定交趾叛乱之时，曾命令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说明当时

合浦已经具备了造船的条件。崇祯《廉州府志》提到合浦九头岭（也称望牛岭，在县

城南郊 2 千米处的文昌塔下，距乾江港口约 5 千米），“其南麓有天妃宫，旁有船厂，



云昔人于此造海船”
[28]

。清朝同治年间，当地百姓在乾江挖掘出造船木料，其质地坚

硬，最大一段方木长达 20 丈（约 67 米），为合浦造船厂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廉州西门

江支流绕九头岭与乾江港相通后入海。汉代乾江港港口波阔江宽，可直接与郡治街市

内的码头相通。选择九头岭建造船厂，既可以避开风浪潮汐的袭击，又可乘潮起潮落

之势，引导新船入海或上行至西门江各码头停泊。九头岭造船遗址的发现说明合浦先

民掌握了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乾江港在古代就是江海联运的航海港口。

从原始的独木舟制造发展到汉代楼船的制造，南流江流域造船技术在秦汉时期得

到了较大发展，为远洋航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航运的发展

1．航海技术的发展

秦汉时期中国的航海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总结航海经验的专著已经出现。据

《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曾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

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

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慧虹杂占》十八卷”
[29]

，可见当时航海技术发展迅速，星宿

定位技术普遍应用于航海之中。《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当时从合浦等港口出发的船队

在海上航行的情况：“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

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

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压相类……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

船，转送至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
[30]

海船航行期间，白天需要依靠沿岸标志确定方向，夜晚需要依靠星宿导航。当时的远

洋航船还不能够避开大风浪，而且装载量不大，需要靠近海岸行驶以得到沿岸港口淡

水和粮食的补充。该书中还提到“蛮夷贾船，转送至之”，说明当时已有向导带领汉代

的船队航行。在航海技术的限制下，善于“涉水刺舟”的骆越人可能是汉船航行的向

导之一。

2．内河航运网的形成

(1)秦始皇凿通灵渠与新开岭南通道

秦汉两代 3 次向岭南用兵为南流江的内河航运网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后内河

航运的发展与秦汉征服岭南的行军路线有直接的关系。公元前 218 年，秦始皇派王翦

“南征百越之君”
[31]

，使五路大军挥戈南下，“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

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32]

。其中，第二路军沿湖南潇水

进入今广西贺州，再经西江、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合浦。攻打岭南的战争持续了 3 年

之久，最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
[33]

，开凿了灵渠有了补给才得以与越人继续作战，



最终统一了岭南地区。征服岭南的战争结束之后，实现了全国统一，秦始皇开始着手

建立全国的交通网络以巩固其新建立的帝国。秦朝规划的交通网络以关中为中心，而

其南路干线直指岭南。秦末赵佗欲自立，南海尉任嚣对其言曰：“南海僻远，吾恐盗兵

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
[34]

此处的“新道”即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修建的通越新道。

新道由湖南道县沿潇水，经谢沐关进入富川（今广西富川、钟山一带）、临贺、封阳（今

广西贺州）后，可沿着贺水南下。“古代由中原进入广西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是由桂东

北的全州、兴安到桂林的湘桂走廊，可借助湘江、灵渠、漓江水运；一是由湖南道县

通富川的‘新道’和湖南江华大圩经贺州桂岭的古道，即潇贺古道，可借助潇水、贺

江水运。”
[35]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潇贺古道的两条道路可顺贺江直下，向东可通珠江下

番禺；向西沿西江可进入黔江，下北流江，再经过桂门关、南流江与当时著名的对外

贸易港口徐闻、合浦相通。

秦始皇开凿灵渠、修筑新道以后，形成了岭南和中原地区的交通网络，使得南海

的珠玑、犀象等物产进入中原地区的商品贸易之中。

(2)汉武帝平定南越

秦末南海尉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占据今我国广两、广东及越南北部等地，推行

“和辑百越”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越人和中原汉人的矛盾，但南越国的长期

存在，不利于南方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汉武帝兵分五路，

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僕为楼船将军，出豫章，

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

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
[36]

。平定南越后，元鼎六年（公元

前 111 年）汉武帝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其中合浦

郡领“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五县
[37]

，范围大致包括今广西玉林、北海、

钦州和广东茂名、阳江等地区。通过这次用兵，从今湖南进入广西的路线基本形成，

即经过零陵郡，利用灵渠和潇贺古道南下西江，一路下西江进入珠江；另一路经西江

转黔江下北流江，经桂门关进入南流江。

(3)东汉马援征交趾

建武十六年（40 年），交趾女子征侧和征贰叛乱，征侧自立为王，光武帝于是“拜

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
[38]

。当时楼船将军段志

至合浦病卒，光武帝命令马援一起率领段志的兵士，“遂沿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
[39]

。从这一记载町以看出，当时各路军队会师于合浦，并由合浦沿海南下征交趾。马

援等南下的行军路线可以从《后汉书》中看出端倪，光武帝“乃诏长沙、合浦、交趾

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
[40]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来看，马援等率领的军队的行军路

线与秦始皇及汉武帝时期南下军队的路线大致相同，主要是沿湘江经灵渠转入漓江，



沿西江南下北流江，过桂门关沿南流江进入合浦。东汉章帝时期，郑弘代任大司农，

认为“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
[41]

，于是向

章帝请求开通零陵和桂阳的峤道，到南朝时期零陵和桂阳的峤道已经成为常用的道路。

零陵、桂阳峤道的开通，促进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秦始皇、汉武帝、马援等对岭南用兵之后，岭南与中原的内河航运网络逐渐完备。

这些内河航运网络的开通和道路修筑的初衷是为了开拓领土和维护国家统一，但随着

国家的稳定和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秦汉两代修筑的水路和陆路逐渐成为商贸往来的

通途。东汉章帝时期开通的零陵、桂阳峤道就是为交趾七郡的朝贡提供便利而开凿的，

但之后则逐渐成为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互通的重要通道。

3．合浦港的兴起

经过秦汉两代对岭南地区交通网络的建设，合浦境内水网交错、舟楫互通，水上

交通甚为便利，南流江逐渐成为中原与岭南联系的重要通道之一。随着造船技术和航

海技术的发展，南流江出海口——合浦港的航海活动逐渐兴起。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公

元前 111 年）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其路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起航，途经当时东

南亚地区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已程不国等国

家。汉代的航海技术还不足以支持深海航行，当时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与中原贸易往

来的船只多是近海沿海岸航行，而与东南亚较接近的合浦成为当时登陆的重要港口之

一。当时往来的船只由合浦等地上岸以后直接沿着南流江北上，经桂门关，过北流江

进入西江，再由西江进入漓江（桂江），最后通过灵渠进入长江水系；或经西江入贺江，

走潇贺古道进入潇水。正是由于中原地区与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贸易往来频繁，使南

流江成为南北沟通的桥梁，合浦成为中原与海外贸易的中转港。

南流江出海口有众多天然良港，流域内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人们利用优越的地

理条件和驾驭舟船的特长开始了远洋航行和贸易，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繁荣做出

了重要贡献。

三、三国两晋至唐宋元时期南流江航运的开拓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岭南政权更迭频繁，先后经历了东吴、晋、宋、齐、梁、陈六

代共 370 年。在此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和长期战乱，使南流江流域的商贸和航运都

受到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合浦与东南亚一带国家的贸易受到的影响较大。唐宋时期由

于陆上丝绸之路受到了阻碍，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佛教文化通过南流江

传入内陆，经济与文化发展繁荣。

（一）水运网络的完善

三国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合浦不仅是海外各国通广州、越灵渠的中转港，同时还



因盛产珍珠成为闻名的商港。三国时期岭南属吴国管辖，孙权封士燮为左将军，管理

岭南地区。其时南流江沿岸产出的细葛和明珠深受贵族阶层的喜爱，士燮每年进贡孙

权的物产有“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琉璃）、翡翠、玳瑁、犀、象

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
[42]

。这些贡品主要由交趾沿海运至合浦，再经

南流江转送至北流江，过灵渠抵达建业。因为合浦出产的珍珠多用于供奉吴国，所以

当时合浦的珍珠贸易并未取得太大的发展。这一情况直到东晋时期才得以改变，交趾

刺史陶璜向晋武帝上疏曰“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

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

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

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
[43]

，晋武帝准许了陶璜的请求，合浦珍珠得以流通于中原和

海外诸国的市场，合浦港的水陆交通变得繁忙起来。

南朝梁大同七年（541 年），交州李贲起兵叛乱，占领交州。梁武帝派广州刺史卢

子雄率领高州、新州两处兵马从番禺出发，由陆路至合浦征伐李贲。适逢春瘴盛行，

士兵到达合浦之后死伤十分之六七，大军溃败而归。大同十年（544 年），梁武帝派陈

霸先率水军由番禺溯西江抵郁林，再沿南流江进入合浦。次年十一月，陈霸先至交州

与李贲鏖战。太清元年(547 年)，“贼众大溃，贲窜入屈獠洞中，屈獠斩贲，传首京师”
[44]

。陈霸先平定交州叛乱后，势力日渐强盛，后取代梁朝建立陈朝。由于陈霸先对广

州与合浦的海路交通非常熟悉，因此更重视广州、合浦等港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合

浦及南流江作为贸易通道的发展。

此外，晋代以来南海还流行一个简单的造船方法，《南方草木状》云：“桄榔。树

似栟榈，中实。其皮可作绠，得水则柔韧，胡人以此联木为舟。”
[45]

此处的“胡人”指

的是当时居住在番禺（今广州）的波斯人，他们来到番禺，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技术。

南流江流域内的民众应亦采取了类似的造船方法，使得短途的航运更加便捷。

（二）航运的繁荣

唐代开辟了由长安一直通达安南的水陆联运路线，而由长江进入广西及至合浦仍

沿袭秦汉以来的路线，即通过灵渠—漓江—桂江—西江—北流江—南流江抵达合浦后

沿海路进入安南。此时南流江和北流江之间的容州成了交通枢纽，唐朝设容州都督府

以控制南流江航线。

宋代辟廉州为对外互市之地，元丰年间（1078-1085 年），廉州盐场发展迅速，成

为宋代漕运海盐的集散之地，促进了南流江和廉州港的航运发展。

元代在廉州置市舶提举司和采珠都提举司，使得南流江的对外贸易一度兴旺。



1．唐代南流江航运繁荣

(1)成为佛教传播通道之一

唐代佛教发展空前繁荣，僧人西行求法的风气日盛。当时西行求法之道一为西北

陆路，一为南海海路。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唐代前期（641-689 年）61

位西行求法的高僧，其中 37 位由海路前往印度，可见其时海上丝绸之路成了僧人西行

求法的重要通道。唐代僧人由海路西行多附商人船舶前行，出海沿用汉代以来传统港

口：明远法师“振锡南游，届于交趾（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
[46]

；义朗律师“思瞻

圣迹，遂与弟俱游……既至乌雷（今广西钦州），同附商舶”
[47]

；智弘律师“至合浦升

舶，长泛沧溟。风便不通，漂居匕景。覆向交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中北部地区），住

经一夏。既至冬摩，复往海滨神湾，随舶南游，到室利佛逝国”
[48]

；义净随龚州使君

冯孝诠“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
[49]

，咸亨二年(671 年)十一月从番禺出发西行。

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僧人西行求法的起点可以看出，唐代通往南海诸国的港

口集中在岭南地区的交广一带，包括番禺、乌雷、合浦、交州（今越南岘港）、匕景（今

越南横山以南）等地。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中提到敦煌壁画 323 窟南壁石

佛浮江壁画（图 2-9
[50]

）绘有合浦城和交州城，反映了唐代高僧航海求法的盛况，同时

表明了当时合浦与交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往来于南海诸国的商旅和僧人多

聚集于此。

图 2-9 敦煌壁画 323 窟南壁石佛浮江壁画局部图

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传经时途经岭南道，在岭南地区受到了官民的欢迎，《唐大和

上东征传》载：“（鉴真）三日三夜，便达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半岛）。罗州（今广东廉

江市）、辨州（今广东化州市）、象州（今广西象州县）、白州（今广西博白县）、容州

（今广西容县）、藤州（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广西苍梧县）、桂州（今广西桂林市）

等官人、僧、道、父老迎送礼拜，供养承事，其事无量，不可言记。”
[51]

从谭其骧主编

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看，当时鉴真一行的路线是从雷州至桂州，途经罗州、辨州、



象州、白州、容州、藤州、梧州，因白州、容州处于南流江流域，故推测当时鉴真可

能取道南流江水道，转北流江再进入藤州和梧州。

从西行求法僧人路线、敦煌壁画及鉴真赴桂州的路线看来，南流江水道成为唐代

佛教从海路往中原地区传播的通道，流域内佛教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2)容州路的水陆联运

由西江航道进入苍梧（今广西梧州）转西南经容州（今广西北流市）出桂门关（该

关位于容州南 30 里，两山对峙如阙门，阔仅 30 步，形势险要），南下可沿南流江抵达

廉州（治所在今广西浦北县），然后可沿海路前往安南和海南岛，唐人称其为容州路。

唐初诗人沈佺期和杜审言在中宗神龙元年（705 年）被流放岭南，沈佺期徙安南驩州（今

越南河静省），杜审言徙安南峰州（今越南山西、永安省境内）。他们先后从当时京都

南下，沿长江进入湘江，取道大庾岭虔州路，至端州驿站（今广东肇庆市），后沿西江

南下北流江，经桂门关入南流江，进入廉州后沿水路进入安南。沈佺期的《人鬼门关》

诗云：“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

颜。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
[52]

从沈佺期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通过桂门关进入南流江的通道由来已久，杜审言和沈

佺期前往安南都选择容州路（即西江—北流江—桂门关—南流江的水陆交通路线），说

明容州路是岭南至安南最为方便快捷的线路。

(3)北戍滩的疏通

咸通年间（860-873 年），朝廷任命高骈为安南都护，由于安南与广州的航道多有

巨石，于是开通了天威遥运河。此外，高骈还在博白县西南 50 千米的马门滩下游的北

戍滩开凿运河，使舟楫可在南流江通行。其事迹被后人刻碑留记，碑文云：“北戍滩，

在博白县西南一百里马门滩之下。唐咸通末年，安南都护高骈，既平蛮僚，诏归阙，

自海路南合浦而上，经是滩，险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骈因留俸钱，遣海门防遏使杨

俊营治之。至今舟楫通行，人无艰阻。乾符中，俊立碑以纪其事。”
[53]

高骈对北戍滩的

疏通，说明唐代南流江的航运是当时人们由安南北上中原的重要通道之一。同时，随

着北戍滩的疏通，南流江的航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4)短途航行船只的改进

唐代内河航运的发展离不开简便的造船方法，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记载了当

时岭南地区的造船方法：“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

坚，入水如漆也。”
[54]

可见，至唐代岭南百姓已经采用了联木为舟的方法，并用橄榄糖

糊泥，加以改进，这体现了当时岭南地区人民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联木为

舟造船技术仅使用于制造短途和内河航行的船只，航海所用的船只还是以铁钉和桐油

等制造的船舶为主。



2．宋代南流江内河航运的发展

(1)漕运食盐航路的开辟

廉州依山傍海，海岸皆沙土，斥卤之地尤多，加上当时盐业技术由煮盐法改进为

晒盐法，盐业成本缩小，促进了廉州盐业的发展。宋代廉州沿海建有大规模的盐场，

并设白石、石康两大盐仓，成为海盐集散之地。《岭外代答校注》记载，廉州“盐场滨

海，以舟运于廉州石康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至郁林州，而后可以舟运……乃

置十万仓于郁林州，官以牛车自廉州石康仓运盐贮之，庶一水可散于诸州”
[55]

。《宋会

要辑稿》云：“自郁州水路可至廉州，其处亦有同脚盐船。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达

交趾。若由此途，则从静江而南二千余里，可以不役一夫而办。”
[56]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

出，当时廉州的海盐可以通过陆路和南流江水路直达郁林州，可见当时交通的便利和

廉州盐业的兴盛。这些海盐运往郁林州以后通过北流江运往广西各州，包括静江、融、

宜、邕、宾、横、柳、象、贵、郁林、昭、贺、梧、藤、浔、容等府州。海盐业的发

展进一步促进了南流江内河航运的发展，使之成为从滨海地区通向广西内陆各州的黄

金水道。

《郁林州志》载：“郁林为州，由岭以南亦一都会。南连雷化，至于琼管；西接廉

钦，达于横山；为海道之蔽翼，桂林之藩篱也。地平广而无险，水纡回而不深。况盐

利所在，舟车之会，巨商富贾于此聚居。”
[57]

从上述文字记载可知南流江航运发达，地

处南流江畔的郁林州成为桂东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岭南都会，

交通便利，可通往雷州、化州、廉州、钦州、海南等地。此外，南流江还是安南使者

北上中原朝贡贸易的首选之路。《钦州志》记载安南使者由中原返回安南，日： “安

南入贡所过州县，差夫数百，多自静江（今桂林）水路以至容州（今广西容县），又自

北流遵陆一百二十里至郁林，自郁林至水路至廉州（今广西合浦县）。”
[58]

说明南流江

—北流江—漓江—灵渠水陆通道是宋代安南使者入贡的必经之途。

(2)造船技术的进步

据《岭外代答校注》记载，宋代岭南有大型的木兰舟、藤舟和小型的刳木舟。木

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

中，置死生于度外。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
[59]

。因为木兰舟载重量大，“不忧巨浪而忧浅水”
[60]

，所以适合深海航行，是当时人们

往来于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等的商船。岭南地区缺乏铁钉桐油之类的造船材料，造

船多使用空木板穿藤约束而成。其方法与晋唐时期联木为舟之法类似，“于藤缝中，以

海上所生茜草，干而窒之，遇水则涨，舟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贩皆用之”
[61]

。除此之外，岭南地区还保留着“刳木为舟”的造船传统：“广西江行小舟，皆刳木

为之，有面阔六七尺者。虽全成无罅，免繻袽之劳，钉灰之费，然质厚迟钝。忽遇大



风浪，则不能翔，多至沉溺。”
[62]

这种独木舟只适合在江河或近海航行，如遇大风浪就

会沉溺，无法远洋航行。但因其使用一整块木料造成，免除了“繻袽之劳，钉灰之费”，

成为在风平浪静的江河之中常见的船只。南流江流域玉林、博白等干支流远离海岸，

风浪较小，唐宋时期独木舟穿梭于河网之中，至于南流江出海口的合浦，则应该有藤

舟或木兰舟停泊。

木兰舟和独木舟的共同使用，使岭南地区的航海和内河航行活动得以进一步发展。

南流江流域造船、航行的情况应与岭南地区相似，通过独木舟、藤舟、木兰舟等运输

工具将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及其他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3．元代漕运的勃兴

元代时期，与交趾的战争连年不断，所以元政府非常重视北部湾一带的海防，改

廉州为廉州路，设总管府，由海北海南道宣慰司管辖。直至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

陈日烜病危，派使臣求和，元政府与交趾的战争气氛才逐渐缓和，钦廉一带的海外交

通和贸易又兴旺起来。

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海外贸易，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先后在杭州、泉州

等地设立市舶都转运司，并将宋王朝在廉州设立的沿海巡抚司改为市舶提举司，以迎

送接待来往使者和蕃舶，对进出口商品课税。《元一统志》载，南流江“在州南，去南

流县二百步。源自容州北流县凌城乡大容山流出，经本州南门外，至廉州石康县入海。

岁通舟楫，来往运海北海南盐课，至南新仓交卸”
[63]

，反映了元代南流江仍发挥着海

盐运输的功能。当时南流江往来舟楫较多，这些使者前往中原地区很有可能也是通过

南流江水道进入长江流域，说明了元代南流江航运仍在继续发展，商贸往来频繁。

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南流江流域与海外的联系进一步加深，流域内

的水运网络也逐步完善，促进了流域内的经济发展。

四、明清时期南流江航运的起伏发展

（一）漕运与商贸的兴盛

明洪武元年（1368 年），廉州路改设为府（治所在今广西合浦县），廉州的政治地

位进一步提升。永乐十四年（1416 年）来往于廉州的商贾和外国使节甚多，于是明成

祖下诏“增设廉属驿站”
[64]

，在廉州地区增设水陆驿站，进一步促进了廉州的海陆交

通发展。

同时，南流江的内河航运也进一步发展，据杨正泰《明代驿站考》考证可知，明

代南流江设有还珠马驿（今合浦县城内）、白石马驿（今合浦县东南山口）、乌家马驿

（今合浦县西北乌家）、两瓯马驿（今玉林市内）、永宁马驿（今陆川县内）等水陆驿

站
[65]

，可见当时南流江水陆交通的便捷。



明代时期廉州的晒盐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时廉州沿海港汊晒盐条件优越，

先做好盐田，然后几次引入海水，沉积之后，即得到卤水，再经风化就可以得到海盐。

晒盐技术提高后，廉州的食盐产量上升，可以通过南流江和海道向广西内陆地区和安

南等地调运海盐。

明代郁林州农业发达，生产的大米品质优良，其中“以晚稻鼠牙占为最。有黄壳、

白壳两种极上者。白壳米小香软，色如银，价常昂，客争贩往四方。京都称为‘广西

细米’”
[66]

，当时广东米市皆以郁林米为贵，客商争相来郁林抢购大米，初步形成了“西

米东输”的商贸结构。郁林州的大米主要通过南流江水道向广东输出，而安南暹罗的

大米也涌入廉州、钦州，一时之间，廉州成为大米的集散之地，转运往广东各埠，海

运和河运一派兴旺。永乐二十年（1422 年），博白县吏王延广曾上书建议：“郁林博白、

北流、陆川、兴业四县，岁运粮九万余石输梧州、平乐等四千户所。今其地储积有余，

而郁林州水行可至廉州。廉州去交趾新安俱近。若以郁林及博白等县粮输廉州仓，令

交趾军民自运其廉州郡县粮，则以输交趾新安、万宁甚便。皇太子从之。”
[67]

通过南流

江与廉州的河海联运，使当时广西与交趾的来往频繁，南流江河道成为物资运输、人

员往来的一条便捷而繁荣的通道。

合浦盛产珍珠，明代皇帝先后 18 次向合浦征调民船采珠，其中以弘治十二年（1499

年）的规模最大，东莞、琼州各取大艚船 200 只，雷州、廉州各调小船 100 只。随着

朝廷大规模采珠活动的进行，国内外商贾纷纷前往合浦采购珍珠。明朝采珠业的发达，

客观上也促进了南流江商贸的繁荣。

（二）茂北运河的开凿

为满足廉州对外贸易和南流江内河航运的需要，明太祖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

下令开凿郁林州南流江和北流江的人工运河。《明太祖实录》言：“辛未，广西郁林州

民李友松上言，本州北流、南流二江，其间相去二十余里，乞凿河通舟楫，以便行旅，

仍乞蠲其所侵田税，及设石陡诸牐，诏从之。”
[68]

谈迁《国榷》亦云：“（大明洪武二十

七年十二月）辛未凿广西郁林州北流南河二江。”
[69]

关于运河的开凿，目前存在未开凿

和开凿一半两种说法。《广西通志·水利志》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应郁林州民众之请，

同意凿通西江水系一级支流北流江与独流出海的南流江之间约 20 余里的水道，并设石

陡诸闸，以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出海航程，惜因故未予实施。”
[70]

韩光辉、张宝秀从《国

榷》对南流江和北流江运河的记载中得出结论：明太祖时期曾计划开凿一条运河，以

沟通北流江与南流江，发展南北航运，并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开工，后因工程

浩大而中止
[71]

。于少波结合文献材料，对玉林“茂北古运河”进行实地调查，“踏查路

线上并未发现石陡、闸门、堤围等遗迹，人工夯土和石砌痕迹并未发现”，从而认为茂



北古运河只是得到了明太祖同意修筑的诏令，但实际上并未开凿
[72]

。

无论运河开凿与否，从当时郁林州民对开凿运河的期待和明太祖对开凿运河的重

视可以看出南流江、北流江的航运异常繁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南流江水运的兴盛

和流域内经济的发展。

（三）航运的衰落

1．海禁政策的实行

明朝初期，朱元璋为防止沿海岛屿的方国珍、张士诚余党勾结倭寇侵扰，实行严

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敢有私下出诸番互市者必实之重法”
[73]

，

其间只允许特定的国家以朝贡的形式进行贡舶贸易。永乐年间（1403-1424 年）曾放宽

海禁，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从正统元年至正德五年（1436-1510 年）70 多

年间，明代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海外贸易问题展开了“禁”与“弛”的辩论，但始终

未改变“禁海”的政策。

清朝初期，由于郑成功集团和各种反清组织的存在，清政府不得不延续明代的海

禁政策。顺治十二年（1655 年）颁布的《禁海令》和康熙十七年（1678 年）重申的《迁

海令》的施行，使“禁海”“南洋贸易限令”等政策对清代南流江航运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康乾盛世期间由于统治者的故步自封，海禁政策曲折反复，时开时禁，对

合浦等沿海港口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

正是在明清两代政府长期海禁政策的影响之下，南流江内河航运及廉州海运没有

延续唐宋以来的繁荣，反而进入了走私盛行的畸形发展阶段，使南流江航运逐渐衰落。

2．南流江航道泥沙淤积

南流江下游地势平坦、水流平缓，泥沙易沉积，形成了南流江三角洲。泥沙的沉

积不仅形成了三角洲，还使南流江航道淤积，不利于航运的发展。明代以来，南流江

下游经常出现泥沙淤积的现象，仅廉州县城的州江就出现了多次淤积：“州江地高亢逆

沙，易壅，民病之。……嘉靖三十知府何御复浚，东辟土岸以来上流，西垒石矶以障

下流之泄，民复利之，今又壅。”
[74]

明代中期以后，廉州的出海口已完全淤塞，无法出

海，通往北部湾的州江也无法通航，出海港口由廉州转移至港阔水深的南澫及冠头岭

一带。

3．军事港口的建设

合浦地处西南边陲，海防自汉代以来一直为历代统治者重视。东汉马援在平定交

趾的叛乱中，以合浦港为军事基地，将粮草从广东、福建等地运送至合浦，极大地促

进了合浦港的发展。合浦物产丰饶，所产珍珠闻名天下，一度成为东南亚一些流寇对



我国沿海进行骚扰的重要地点。明代倭寇海盗盛行，灵山与占城、暹罗、满刺加、安

南诸番相距不远，是当时倭寇骚扰的对象之一。明朝政府为了防止倭寇的侵犯，派重

兵驻扎于合浦港。这一举措加强了合浦港的军事功能，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商

业贸易的发展。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南流江流域居住的越人与水上活动结下不解之缘，他们择

水滨而居，最初以采拾贝类为食，继而以舟楫捕食鱼类，因此越人以擅长涉水渡舟著

称于世。这一遗风至今依然保留在合浦等沿海地区的疍民之中，世代承袭不衰。秦汉

以来，随着南流江水运网络的开拓和发展，合浦港随之兴起，南流江流域的经济随着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迅速发展。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流江水运网络因珍珠贸

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宋元时期，由于盐业、珍珠和大米等商贸的发展，南流江

的内河航运发展繁荣，同时期海外贸易空前发展，廉州与安南等东南亚国家往来密切。

明清时期，由于海禁政策的实行和河道出现泥沙淤积的现象，南流江下游和出海港口

的航运不复当初，但其内河航运仍在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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